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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韩少功的精神原乡 

梁小娟
1
 

【摘 要】：韩少功依托汨罗的乡土经验在创作中不断地呈现与建构颇具湖湘风味的自然风景，同时借助方言土

语、民俗风情来塑造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人文景观。汨罗作为韩少功的精神原乡，在创作层面、现实层面、思想层

面、审美层面深刻影响着韩少功，不断反哺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丰富韩少功的文学地图。重返汨罗的人生实践，既

是韩少功应对都市文明的个人化选择，也是重新发掘被城市化进程所湮没的民间传统与民间文化并对其进行创造性

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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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履历来看，出生于 1953年的韩少功 1968年 12月以知识青年身份落户湖南省汨罗县天井公社，务农六年后调入汨罗

县文化馆，1978年考入大学离开汨罗；1996年 4月回访汨罗，为建房安居选址；2000年 5月迁入汨罗八景乡新居，此后每年有

半年时间在汨罗农村生活。早年汨罗的人生经历夯实了韩少功创作的根基，从初入文坛的伤痕反思之作、2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

寻根文学到 90年代的《马桥词典》再到新世纪以来的佳作迭出，韩少功每个阶段的文学创作都与汨罗有着紧密的联系。汨罗的

乡土经验已经深深渗入韩少功的骨血，不断反哺韩少功的文学创作，丰富着韩少功的文学地图。从文学地理学意义上来讲，韩

少功的汨罗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小镇、哈代的威塞克斯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沈从文的湘西边城

一样，都因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在世界文学史上独树一帜。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中究竟是如何呈现汨罗的？汨罗的地域文化与生活

经验又是如何影响韩少功的文学创作的？韩少功重返汨罗的人生实践对其个人而言具备了怎样的意义与价值，为当下的文学创

作提供了怎样的启示？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加以一一探讨。 

一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泰纳曾提出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三要素(种族、环境、时代)论”，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

周围的风俗”
(1)
。不同族群在气候、土壤等地理方面的自然差异会孕育出不同的文学风貌，文学的地域特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

地域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从自然环境来看，汨罗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处于幕阜山脉与洞庭湖平原的过渡地带，属半平原半丘陵

地区。汨罗人民祖辈生活在这里，自然条件比较优越，靠山吃山，但生活上比较闭塞。从人文环境来看，汨罗历史悠久，东周

楚文王时，罗子国遗民自枝江迁至湘水流域，筑城于汨罗江尾闾南岸。战国时期屈原遭奸佞诬陷被放逐后，曾在汨罗江北岸的

南阳里、玉笥山等地居住，后自沉汨罗江河泊潭，其《天问》《离骚》《九歌》《哀郢》《怀沙》等光辉诗篇世代相传。屈原忧国

忧民、勇于求索的精神和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对汨罗人民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韩少功最初的创作就是从汨罗起步的，在汨罗江边插队时的住地离屈子祠只有二十来公里。汨罗的山川风物、生产生活、

节气时令、民风民俗、方言土语等都成为了韩少功小说的描写对象与创作素材，体现出韩少功对地域文化的直接观照。“地域

文化的自然景观(山川风物、四时美景)与人文景观(民风民俗、方言土语、传统掌故)是民族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

学作品赋有文化氛围、超越时代局限的一个重要因素。”(2)从自然景观来看，韩少功作品中营造的湖南风情虽不像老舍的老北京

胡同、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高邮、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张承志的内蒙大草原、王安忆的上海弄堂、迟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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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额尔古纳河那样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但却处处以简笔画法勾勒出一幅幅或浓或淡、浓淡相宜的水墨风景画。 

韩少功的早期创作大多取材于汨罗的知青生活见闻，有较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月兰》以一个知识青年出身的农村工作队

员对往事的沉思，来反省农村妇女月兰的人生悲剧。该小说源自韩少功的知青生活经验，“我当知青时的那个汨罗县，农村生

活极度贫困，有一个生产队，社员劳动一天只得到人民币八分钱”(3)。小说叙事的空间背景是一个叫吴冲的生产大队，“零零星

星散落在一条黄泥冲子里，也就是一条峡谷里”，乡村夜景怡人，“星光闪烁，淡蓝色的光雾笼罩着山林”。《西望茅草地》中

的农场生活、主人公张种田都有生活原型：“在我落户地方不远，有一个国营农场。农场有个负责人，是部队转业干部，对手

枪和绑腿有深厚的感情。……我还访问过一些农场，足迹到了一个又一个‘茅草地’。”(4)农场生活条件艰苦，晴天曝晒，雨天

黄泥沾脚，但在大自然中仍可窥见诗意，“明亮的甘溪从落日之处缓缓流来，落霞晚照，水天一色”。《回声》里的青龙峒、青

龙溪、青龙坪，黑瓦白墙、大树小桥、远山近岭、迷濛的雾岚、明晃晃的水田，《飞过蓝天》里散发桐油香味的斗笠、山峡里的

蛙声、甩着尾巴的老牛，《风吹唢呐声》中的热乎乎的油榨房、冲里零星的狗吠，《谷雨茶》里的热姜茶、擂茶，《远方的树》中

高高的椿树、五月的杨梅老树、红糖茶蛋，《归去来》中的待客油茶、用来洗澡的青蒿水，还有《爸爸爸》里萦绕云端的村寨、

醇厚的村情、古老悠久的祠堂、悠远的蓝天、浓密的白雾、淡淡的青烟、幽深奇崛的山谷、崎岖陡峭的山路，《诱惑》中漫天生

长的杉木、交错纠缠的枯藤、飞流直下的瀑布、缓缓流淌的小溪、碧绿幽暗的深潭、雄踞水中的巨石、隐约可见的鱼群等，虽

轻描淡写却无不折射出一股浓郁的乡土风情，拼接成一幅幅奇特秀美的湖南乡土风景画。 

风景是浪漫主义文学里常见的写作对象，不仅丰富了作品的内容，还给叙事起到了画龙点睛的功效。韩少功笔下的这些自

然风景清新洒脱，既是乡土人物与知青的活动空间，又作为遥远的布景与小说中人物的命运相映射，为小说营造了一种或悲戚

或欢愉或悠远或怅寥的叙事氛围。从叙事学层面来看，这些风景在一定程度上营造了特定的叙事空间，但还未上升为自觉的、

独立的审美观照对象，因而对人物的活动场所大多缺乏清晰、明确的具体描绘。与巴尔扎克式的对场景细节的精细描绘不同的

是，韩少功有意识地淡化人物活动的背景，无意对环境作细致呈现，只是模模糊糊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大致的环境氛围，让读

者可以捕捉到小说发生的空间背景和地域特色。 

如果说韩少功 80年代小说中的风景还保留着“风景”的原初意义——“用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土地或领土的一个部分，包括

所有可视物体，尤其是其形象化的侧面”(5)——的话，那么在《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日夜书》中，“风景”除了具备地表景

色这种实体存在的意义外，还被有意识地注入了具有主体意识形态意义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风景不再是孤立的存在，风景

不仅仅是人们行动的空间和供人们凝视的景色，而且成为了“一种意象，一种心灵和情感的建构”(6)。它往往被具有主体意识的

人所观察、捕获，有学者就曾指出，对于浪漫主义作家来说，“风景描写并不是对于外部景色的单纯的再现,而是一种想象方式,

用以表达他们情感的、认知的、文化的关注”(7)。从这一意义来说，文学中的风景已不再是自然的，对文学中的风景加以解读既

可以挖掘写作者的精神历史，又可以窥探出特定时代的生命、灵魂和思想。 

《马桥词典》中的风景是经过作家主观过滤、选择与建构的风景。《马桥词典》以汨罗的马桥村民 115个日常词汇为写作对

象，“成功地用中国语言讲述了中国故事”，完成了“用语言挑战语言”(8)的跨文体写作实践。小说摆脱了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

叙事模式，对马桥人的日常语言加以微观调查，在一幅幅地方风景中展现历史经验、人生智慧、意识形态、个人情感与社会成

规的紧张关系。如“马桥弓”“罗江”“枫鬼”“神仙府”“月口”“荆界瓜”“清明雨”“莴玮”“天安门”“台湾”“黄

茅瘴”等词条，围绕马桥的疆界、可视性的环境、地方性的景色和特定的词汇语义边界，介绍马桥人活动的场所与背景，在一

定程度上昭示着马桥人的生活方式。在韩少功的马桥风景里，普通人的形象与日常活动总是居于画面的前景或焦点位置。韩少

功以外来人、局外人的凝视的眼光，用外来访客的视点来组织画面，将马桥的一个个寻常情景定格为一叠叠马桥的风景日历。

按人文地理学家的解释，所谓的寻常风景，指的是那些与我们起居、炊饮、劳作相关的事物、场所、氛围、环境。尽管韩少功

呈现的是马桥人习以为常的风景，但由于地域的差异、文化的差异、视角的差异，使得寻常的马桥成为了人们的审美观照对象。

外来者的身份让韩少功能够跳出本地人的视觉拘囿，在凝视与观赏中发现马桥独到的风景，并赋予马桥这一生活空间以文化的

意义。在马桥，纯粹的自然风景是不存在的，就连村口的两棵枫树都大有深意，能否被选入风景画框取决于写作者的观察视角。

从小说刻意选取的词条来看，马桥成为了乡土中国的代名词，传统文化以寓言式的方式存活于语言当中。值得玩味的是，与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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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功 80 年代的伤痕、反思、寻根之作相比，《马桥词典》的写作姿态貌似更加宽容，价值判断也更为隐晦，深藏在对材料的安

排与风景的选择当中。 

与《马桥词典》的局外人视角不同，《山南水北》中韩少功本人时常融入汨罗八溪峒的乡土风景之中。散文集开篇就用了“扑

进画框”来描述“我”回到八景乡面对一片湖水时内心的极度喜悦，湖水山川因“我”取景而纳入“画框”，“我”在此处找

到了别处尤其是现代大都市无法感受到的独特风景。“我”一步步接近风景，逐渐融入风景，成为风景中的一处小点缀，在“窗

前一轴山水”中开荒、治虫、养鸡、采药、劳作，夏日在绿荫蝉鸣中遐想，在一池湖水中游弋。韩少功从都市突围回到汨罗是

来寻求旧梦的：“我也许该走远一点，重新走到上一次逃离的起点，去看看我以前匆忙告别的地方，看看记忆中一个亮着灯光

的窗口，或是烈日下挑担歇脚时的一片树荫”，“去一个人们都已经走光了的地方，在一个演员已经散尽的空空剧场，当一个

布景和道具的守护人”。
(9)
韩少功离开汨罗多年之后重返汨罗的行动，恰似一个离乡多年的归家游子，对“故乡”的一切既心怀

眷念又免不了带上一种打量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身份的尴尬会使作家不得不面临一种焦虑的现实：本地人倾慕城市文明，自觉

向城市文明靠拢，连下地干活都要身着西装，用现代文明全副武装日常生活，而外来者艳羡的恰恰是山村的古朴、宁静与自然。

两种不同的价值尺度在八溪峒的土地上不断形成文化上的交锋。幸运的是，韩少功在乡村的生活图景中找到了化解这种尴尬的

办法，即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本地人”与“守护者”。因为风景不仅是一目了然的地方性地理现象单元，还隐匿着当地人的

日常生活、习俗、禁忌，只有“本地人”才有可能真正洞悉风景的文化内涵。韩少功深知，在城乡二元对立的关系中，农民基

本处于劣势地位，但“大多数农民对社会也有切实的敏感，不会轻易被新理论和新术语蒙住，把问题简单化”，农民也有系统

性和实践性的知识，“但这种价廉物美的知识资源一直被轻视”。(10)所以，韩少功肩负起了“守护者”的重任，小心翼翼地呵

护农村的纯朴、善良与脆弱，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至上的时代潮流中，保留农村丰富的生活现象，让八溪峒的风景得以进入

言说的话语体系。 

如果说《山南水北》呈现的是现实版的汨罗风景的话，那么《日夜书》可以说是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与闪回中，在记忆与

真实的纠葛中，依托汨罗的知青经验营构了一个似幻似真、承载着一代知青青春与梦想的白马湖茶场。知青生活远去后，曾经

令人厌恶、面目可憎的白马湖在回忆中却摇身一变，成为充满了诗意的风景，不断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安抚着知青们的心灵：

“记忆中的白马湖烟波浩渺，波浪接天，纵目无际。月亮升起来的那一刻，满湖闪烁的鳞形光斑，如千万朵金色火焰燃烧和翻

腾，熔化天地间一切思绪，给每一个人的睡梦注满辉煌。”(11)白马湖这一空间唤醒了被当下纷繁世事所遗忘和遮蔽的记忆，承

载了主体所需要的视觉审美体验与想象，在观赏的过程中代入了特定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从而促成了相对稳定的情感

认同，铭记了一代人的心灵史。 

从上个世纪 70年代末到新世纪以来，韩少功依托汨罗的生活经验，在创作中不断地呈现与建构颇具湖湘风味的自然风景，

同时借助方言土语、民俗风情来塑造带有浓郁地域色彩的人文景观。方言作为地方历史的见证和社会关系的表征，最能凸显地

域文化之间的差异。韩少功依托丰富的民间资源，从老百姓的口语中汲取营养，大量运用方言俗语。从早年习作《吴四老倌》《近

邻》到《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再到《山南水北》《山歌天上来》《白麂子》等作品中都不难发现韩少功对方

言土语的娴熟运用。韩少功还在作品中展现了大量带有湖南乡土气息的民俗风情，如《风吹唢呐声》中闹洞房时男子不论老少

都可以对新娘子动手的“闹茶”习俗，《女女女》中妇女裸体野卧、借助南风受孕、把蜂窝与苍蝇当成助孕神药，《爸爸爸》里

的杀牛械斗打冤家、神秘的占卜仪式，《马桥词典》里的“放锅”“发歌”，《山歌天上来》人们依靠唱山歌来调解纠纷，《山上

的声音》动用家法惩戒恶人的“开款”行径和屡禁不止的烧死麻风病人的习俗，等等。韩少功从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两个层面

丰富了作品的湖湘地域特色，在地域文学的谱系中为汨罗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 

“对于韩少功这一代作家而言，知青生活不单单是一种特殊历史时代下或被动或主动的人生选择，更是一种融入骨血的生

命体验。”(12)汨罗的知青生活虽然短暂，但绝对是韩少功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西望茅草地》《飞过蓝天》《爸爸爸》

《马桥词典》等作品都充满了汨罗元素，新世纪以来大部分的重要作品如《山南水北》《山歌天上来》《日夜书》《革命后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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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过程》等都是在汨罗创作完成，绝大部分作品的人物原型也源自汨罗，汨罗这一知青“故乡”是韩少功长期以来反复书写的

精神原乡。 

汨罗的生活经验对韩少功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实生活作为文学艺术必不可少的源泉，可以为作家提供丰厚广阔的

生活积累和生活体验。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中鲜活的人物形象、生动的生活细节和活泼的人物语言都依赖作家与现实生活之间

建构的紧密关联。汨罗作为韩少功的精神原乡，不仅在创作层面提供了丰沛的乡土经验、生活素材和民间写作立场，还从现实

层面支撑着韩少功贴近乡土、融入乡土的人生实践，在思想层面夯实了韩少功辩证对待乡土的文化立场，在审美层面奠定了巫

楚文化、湖湘文化对韩少功潜移默化的影响。 

韩少功的小说从题材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紧贴乡土、展现乡土农民生活、对乡土中国进行深度反思的农村题材；二

类是以知青为叙事主体、对知青生活的个人经验进行改写与重构的知青题材；三类是借鉴现代主义手法营造叙事氛围的文体实

验之作。前两类题材都与乡土经验有密切联系，两者之间还存在着交叉，有不少作品就是以知青视角来审视乡土农村的愚昧、

落后，反思政治运动对农村的戕害，如《月兰》《回声》等早期创作。韩少功在回顾寻根文学时，曾明确指出赞同寻根的作家大

多有乡村经验，“特别是一些知青作家，包括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两个群体。但不管哪个群体，也不管他们对乡土怀有怎样的

情感，他们都有一定的乡土生活经验，有一种和泥带水和翻肠倒胃的乡村记忆。”
(13)

乡村经验为作家深度认知与把握乡土中国

提供了切实的依据，成为维系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重要纽带。韩少功对乡土经验的书写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过程。早年

受 8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和启蒙话语的影响，韩少功多持知识分子的审视视角对乡村的落后、愚昧进行批判，表现为问题小说式

的写作。《回声》勾勒了投机革命的刘根满、周光身上潜隐的阿 Q式的愚昧与盲动，《近邻》摹写了彭金贵好吃懒做、当官成瘾、

爱耍特权的恶习，《爸爸爸》折射出鸡头寨村民的愚蠢麻木与精神侏儒丙崽的顽强生命力，《雷祸》刻画了一个村民遭雷击后众

人先救后弃的微妙心理。相较于 80 年代的单纯批判，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对乡土的态度逐渐转向暧昧。《马桥词典》是韩

少功实践紧贴民间、文学“向下看”的创作主张，进一步向底层人民大众学习语言、汲取民众语言成果的产物。《马桥词典》在

阐释马桥人的“醒”“夷边”“晕街”“狠”“乡气”等一系列词条时，既流露出对马桥人狭隘的、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的不

屑与批判，又隐含着对乡土智慧的强烈认同。这种晦暗不明的写作态度，造就了《马桥词典》的多义性与敞开性。《山南水北》

一改以往略带俯视的知青视角，借一个离开多年又重返汨罗的“逃离者”来叙写乡土生活。久居都市的“我”与乡土不再单纯

表现为启蒙与被启蒙的不对等关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既爱又恨、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我”作为乡村的近距离观察者，面

对不断变化与溃败的乡土世界持有一种认同式的理解与超越，同时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一方面呼吁尊重文化记忆、保留文化记

忆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保持乡土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乡土文明的改造与重组，以此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

活力。 

对乡土的反复书写也折射出韩少功写作的民间性立场。乡土世界是一个既充满着自由自在的生命野性又相对独立的藏污纳

垢的世界。“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

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
(14)在韩少功的创作中，民间人物的诙谐、幽默、狡黠，民间的生存智慧，民间独特的乡村伦理，民间的神怪故事、风俗习惯都

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示。民间人物的智慧往往凸显出独特的思维逻辑与乡村伦理。朴素的善恶因果轮回观深刻影响着村民，阳

世作恶阴世就要做善事补过(《山上的声音》)；活人不欠死人账，阴阳有界才能两相安(《白麂子》)。扎根于乡土的乡村伦理，

作为维系乡土中国的文化纽带，一方面真实地表达出了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农民的情绪世界，另一方面又与革命伦理形成明

显的冲突，用特有的智慧去消解革命话语。马桥人早请示晚汇报时，会不时爆出几句略带人情味的诸如“你老人家好生睡觉呵”

的汇报(《马桥词典》)。村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把“黑格尔”记成“黑木耳”，把“辩证法”记成“变戏法”，把“巴

黎公社”理解成“篱笆公社”，让公社领导哭笑不得(《怒目金刚》)。乡村权力代表、村支书老三的“无知”明显带有乡土特

有的幽默与狡黠：“小康社会”可以曲解为“小糠社会”，篡改邓小平的名句，面对乡里领导的指示、催款装聋作哑，与乡长

胡搅蛮缠，见人讲话、见鬼打卦，用民间的方式消解行政权力对农民的压制。老三遵循民间朴素的善恶观，巧妙化解庆呆子夫

妻间的矛盾、国少爷的敲诈、皮道士的天价冥宅费和何子善的超生罚款。警察、任乡长在老三面前都被耍得团团转(《赶马的老

三》)。大量的方言土语、俚语被化用到创作中来，迸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带来一种独有的韩式幽默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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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在汨罗生活多年，其创作深受巫楚文化和湖湘文化的影响。汨罗作为一座古邑新城，春秋时期罗子国遗民定居于此，

巫风盛行。楚人认为万物均有生命力并相互联系，人类和动物本质上是一样的，灵魂可以互换并分享自然界。信巫好鬼、多神

崇拜、天人合一的崇道哲学植根于楚人意识深处，“他们的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主体与客体永远是一元和整体的，是联系的

和连续的。他们在社会生活、艺术创作上表现出的种种怪诞，是心灵与自然一体性、联系性的流露。”(15)自沉汨罗的屈原是汨

罗历史文脉的核心与灵魂。汨罗境内保存了屈子祠、屈原墓、屈原故宅、剪刀池、河泊潭、晒尸墩等古迹与遗址，还有不少纪

念屈原的建筑在抗日战争、“文革”中被毁坏，民间仍保留着农历五月初五划龙船、吃粽子、以粽子祭祀屈原的凭吊习俗，每

年正月初七屈原诞生日群众以多种形式举行祭祀。这种世代积淀的集体意识渗透到风俗、民情、宗教、神话、方言各个层面，

包括自然生态和种族沿革等等，并逐渐内化为汨罗人的精神气质。韩少功深受巫楚文化、湖湘文化的浸染，在精神气质、情感

内涵、表情达意、价值取向方面与巫楚文化、湖湘文化形成了同质同构的心理定势，因而其文学创作在美学风格上表现为不拘

泥于形式，奇丽、神秘、狂放、忧愤深广的主观浪漫主义精神。韩少功在谈到楚文化对《爸爸爸》写作的影响时，就强调主观

精神的体现：“我觉得这是整个人类超时间超空间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存精神，是对这种精神的一种思索。这种精神是一

种主观浪漫主义精神，或说是一种主观的意向，都可以。”(16)这种主观浪漫主义精神在作品中首先表现为对楚辞中那种神秘、

奇丽、狂放、夸张、怪诞与诡异氛围的营造。《余烬》以李福庄的际遇描绘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跨越时空的救援，十多年前在烟盒

上敷衍写下派车的批条，竟在十多年后真正派上用场。类似的还有《归去来》里“马眼镜”与黄治先的身份错乱，《马桥词典》

里的石磨子打架、人飘魂、走鬼亲，以及《鼻血》《史遗三录》《人迹》《谋杀》《暗香》《真要出事》等的诡异。其次，表现为万

物有灵、人神相通、包容天地的境界和情怀。马桥的万物都有生命，枫树、草木、田、柴、船、天、锄头、龙舟等，都有生命

与意志，有情感和思维。地分性别，有公母，下种时节需要“臊地”，没有臊过的地不肯长苗、结籽。《山南水北》中梅峒峒口

高坡上的两棵枫树被尊为“树神”，每逢村里有丧事会哭，危险逼近会吼，被砍伐倒下时会狂蹦乱跳地砸向砍树人实施报复，

砍倒后很久还在乡民心里留有余威。乡民坚持认为花木瓜果都有生命，都听得懂人言，要想瓜果结得好就要经常同它们说话，

对瓜果的花蕾不可指指点点，否则会烂心，植物受孕也不能明说，等等。韩少功汲取巫楚文化、湖湘文化的滋养，在美学风格

上追求主观浪漫主义精神，正是作家“用好本土资源，形成‘中国风’的美学气质和精神风范”
(17)
的文学实践。 

三 

2000 年韩少功搬进在汨罗乡下盖的房子，种菜、养鸡、种树，晴耕雨读，开启了文人“返乡”的旅程。城市化的进程不断

蚕食人们的生活空间，吞噬自然的野趣与诗意，短暂回归纯朴自然的原生态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逃离现代都市的不二选择。中

国人历来有落叶归根、衣锦还乡的传统，尤其是在城市生态持续恶化、生存成本不断攀高的情况下，回到农村自己盖房、坐拥

青山绿水已经成为令人羡慕的生活。这一次，韩少功没有选择自己的原生故乡长沙，也没有选择常年温暖的海南，而是选择在

自己牵绊了一生的汨罗安居。韩少功从 15 岁到 25 岁的十年人生都是在汨罗度过的，汨罗承载着韩少功的青春与梦想，也见证

了韩少功的苦难与艰辛成长。从某种意义来讲，汨罗已经成为韩少功不折不扣的故乡。因为“故乡存留了我们的童年，或者还

有青年和壮年，也就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自己”，“故乡意味着我们的付出——它与出生地不是一回事。只有艰

辛劳动过奉献过的人，才真正拥有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身后一无所有”。(18)由此可见，汨罗之于韩少功具有何等重要的意

义。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刚进入城市不久，韩少功和妻子就有了将来返乡的打算。韩少功 1988 年举家迁往海南，1996

年在汨罗山里买下宅基地，盖起了房子，将返乡落到实处。上个世纪 90年代的海南，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韩少功“下

海”后创办的《海南纪实》《天涯》杂志销量惊人，他从杂志主编、社长一跃而为海南省作协主席。正值人生的上升期，韩少功

却悄然选择返乡，这背后究竟是出于什么心理？ 

从心理学层面来看，韩少功的返乡起到了情感代偿的作用。虽然早年汨罗的生活充满了身心的疲惫与贫乏、青春的苦闷与

庸常、壮志难酬的愤懑与痛苦、精神的困顿与彷徨、人生的迷惘与无望，但时过境迁之后，记忆会随着时间不断发酵，总会有

意识地过滤掉那些痛苦难堪的画面，留下温馨与美好的诗意。在返城多年之后，韩少功记忆中的汨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呈现

出更为迷人的魅力，成为梦之所在。正如韩少功在散文里所写到的那样，回到魂牵梦萦的汨罗，回到心心念念的八景，也许“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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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对某种空白的突围，去寻找某一个旧梦的残迹”(19)。汨罗已化作浓浓的乡愁，高悬于城市的上空，呼唤着离乡游子的归

来。一旦返乡落到实处，故乡就不再是镜中花水中月，而是可视可感可触的活生生的现实。与当下流行的重走知青路式的廉价

怀旧相比，韩少功式的返乡更具实质性意义，怀旧意味更浓烈、更持久。重返乡土能够让韩少功短暂摆脱世俗社会的地位、身

份，挣脱日益固化、圈子化的城市生活，超越世俗利益的羁绊，从压抑的现实环境中突围出来。再度面对汨罗的山水与村民，

与当年逝去的知青岁月相比，韩少功更多了一分超然物外的洒脱。这份洒脱既源于当下智者的身份，又源于时间对苦难的高度

过滤。摆脱俗世的负累与羁绊，徜徉山水之间，回归自然与本心，能够极大地满足当下人对故乡乡愁的守望。当然，在实现情

感代偿功能的同时，韩少功并没有一味地美化故乡，而是始终抱着直面现实的勇气，不虚美不隐恶，面对变化了的乡土始终恪

守知识分子的正直与良知。 

从个人实践层面来看，韩少功的返乡，是对知行合一文化传统的践行。韩少功坦言：“身体力行的方式很多，下乡只是其

中一种。通过这种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与社会底层发生关系，会有一些新的感应和经验”，“会让你更脚踏实地，更接近灵

魂”。(20)重返乡土，双脚紧贴坚实的乡村大地，重新认识劳动的价值，重申生命实践的重要意义是韩少功“开荒第一天”的感

受：“当知青时代的强制与绝望逐渐消解，当我身边的幸福正在追踪腐败，对不起，劳动就成了一个火热的词，重新放射出的

光芒，唤醒我沉睡的肌肉。”(21)韩少功时隔三十年后对乡村进行重新补课，以现代都市人的身份与土地重新对话(22)。城乡转换

带来的空间转移会对作家身份进行重构，从城市到乡村的“旅行”可以让作家获取更多感性的日常生活经验，时刻保持对生活

的敏感度，为写作提供新的视角与灵感。“阶段性地住在乡下，能亲近山水，亲近动物和植物……最重要的是，换个地方还能

接触文学圈以外的生活，接触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原生性的智慧和情感。”(23)就文学创作层面而言，

返乡为韩少功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乡土经验。与农民、农村、农业亲密接触的人生实践，为韩少功提供了一种更加广阔、更加清

晰的视野，在面对乡土时保持着一份独有的清醒：一方面跳出传统的思维窠臼，避免用简单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去看待乡

土农村，另一方面更精细入微深入到社会和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直接面对“中国问题”，更准确地诊断乡土的问题所在，并尝

试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从这一层面来说，韩少功的返乡不是逃离现代文明的消极“出世”，而是以退为进的积极“入世”。

在汨罗安居后，韩少功积极“入世”，投入到当地的修路、协助地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开发观光旅游等乡村实践中，为改造

乡村尽一己之力，同时守护八景乡的青山绿水，在见素抱扑、少私寡欲中悠然“出世”。 

返乡虽然只是韩少功的个人化选择，但置放于当下文坛却别具一番意义。“离去—归来”的变迁并不是人生轨迹的简单重

复，而是更高意义上的回归。韩少功对乡土的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对乡土的简单否定，而后又在一个更高层面对这种否定加

以扬弃与辩证对待的历史过程。在“离去—归来”的人生旅程中，韩少功获得了一种理性的意识与高度的自觉，能够在现代化

浪潮中停下脚步，回过头去反观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倾听乡土真实的声音，重新发掘被城市化进程湮没的民间传统与民间文

化，并对古典文人写作传统中的文本资源与语言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暗示》《山南水北》即是韩少功跨文体实践的成功之作，

《暗示》“直接以‘长篇笔记小说’相标榜”
(24)
，《山南水北》则是笔记体散文的新开拓。韩少功的跨文体写作与莫言向民间的

“大踏步撤退”，贾平凹在文言小说和话本、拟话本之间寻求形式、语言和精神的契合遥相呼应。韩少功秉持“深入生活”的

创作理念，关注乡村被城市“殖民化”过程中的生存焦虑和农民的身份认同，从乡土中汲取写作资源，既是对新世纪以来“底

层写作”“重返民间”写作立场的认同，又是对“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关注与发掘。韩少功的返乡虽无法复制也不必复

制，但无疑给当下浮躁的文坛注入了一剂清醒剂。 

韩少功塑造的文学世界与汨罗密不可分，但又迥异于现实世界中的汨罗。正如文学理论家所言：“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

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

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
(25)

在“五四”文学传统中，鲁迅、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等作家的笔下，乡土是愚昧、野蛮、

落后的代名词，生活在乡土上的农民是有待启蒙的对象，城市是文明与文化的象征。“五四”一代的作家们，以批判的视野审

视充满宗法制的乡土社会，揭露乡土的愚钝与荒蛮。韩少功重返汨罗后，这种源自文化的“傲慢与偏见”已不再复现。韩少功

始终扎根于城市与乡村的双重生活经验，对乡土智慧的书写，对乡土人情的洞悉，对乡土伦理的审视，早已跳出城乡二元对立

思维，体现出辩证反思的价值立场与理性自觉的文化认同。可以说，作为一个清醒的思考者和乡土文化的守护者，韩少功在变

与不变中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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